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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绎读·鲁迅研究

符号学视域下的“还原鲁迅”

张龙云

摘要：“还原鲁迅”一直是 1980 年代以来重要的现代文学研究话题，但经过 40 余年的“还原”，

反而出现了更繁杂的鲁迅面相。透过符号学视角，可以恰切地描述这种困境：“还原”之“原”的

鲁迅，实乃公共话语空间中携带繁复意义、能被感知的一个特殊符号，而非曾经的绝对实体。这

个常识极易因鲁迅形象的生动而遭忽视。经过历史衍义和符号传播两个层面的符号化过程之后，“鲁

迅”符号混杂着多重（甚至极端对立的）解释项， 隐含着不同的历史语境与解释意图。悬设的“鲁

迅本体”恰恰因为缺乏确定内容，最终又为不同解释之间的对话和面向未来的意义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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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还原鲁迅之争与符号学解释

自 1985 年王富仁提出“回到鲁迅那里去”①

后，“回到鲁迅”成为鲁迅研究重要方向，并逐渐

将焦点从回归鲁迅、学术自觉而推及“还原鲁迅”。

张梦阳认为应将“趋近性还原”② 作为鲁迅研究的

宗旨，这代表了新时期大多数鲁迅学研究者们的基

本看法。与此同时，这也触发了“真实鲁迅”之论

争。几乎每个鲁迅研究者都认为自己所还原的才是

真实鲁迅，或至少将接近真实鲁迅视为其工作目的

之一，但是每个被还原出来的鲁迅却各不相同，有

的甚至相互对立，陷入“混战状态”③。即便同样

基于史料考察的“实证还原”④，例如女师大事件，

鲁迅与陈源、梁实秋、胡适等人的论战等，至今仍

旧充满争议。总之，“还原鲁迅”在打破原本统一

的神圣化政治鲁迅形象之后，并未因此生成某个统

一的“真实鲁迅”，反倒是鲁迅本体被悬设，生成

了更多的鲁迅面相。鲁迅终于成了一个“熟悉的陌

生人”。

这里所说的“更多”，主要是较 80 年代之前

统一的神圣化鲁迅而言。如将视野放宽至整个现

代文学思想史来看，鲁迅形象在各时期都并非固

定不变。吴翔宇的论著《20 世纪中国文化语境下

的“鲁迅形象”研究》，陈力君《知识谱系的架构

与改造——现代文学史中的鲁迅形象》、王锋《延

安时期毛泽东对鲁迅形象的建构》以及徐妍《祛魅

与还原：新时期以来鲁迅形象重构的逻辑演变》等

论文，都曾对不同时期的鲁迅形象进行过研究，并

发现不同语境下的鲁迅形象各不相同。对此现象的

归因通常是：对象的矛盾复杂性和主体理解上的个

体差异性。前者将鲁迅本体视为一个矛盾复杂的整

体，认为每种解读都只是对鲁迅整体的部分把握；

后者则强调读者接受层面的差异。

其实这两个看似不同的原因背后潜藏着一个更

为隐秘的原因：在公共话语空间中，“鲁迅”不是

以唯一的确定的绝对实体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携

带意义的、能被人感知的特殊“符号”呈现出来。

“符号”通过被感知而赋予意义，感知主体之间存

在认知差，进而导致同一事物的不同解释。当人们

言说“鲁迅”时，事实上已经依据自己的感知和理

解，赋予“鲁迅”以意义：人们常常不在同一意义层

面谈论鲁迅，符号意义错位是鲁迅论争的一个重要

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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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中的意义错位，固然是个体主观有限性的

结果，但对此结果理所当然的认可，恰恰遮蔽了符

号最基本的固有特性：片面化。作为个人意志的意

向性产物，意义在解释上总是片面化的。按照皮

尔斯的观点，符号是“一物在某个方面代替另一物

或另一人”⑤。符号本身就是片面化的意义的呈现，

是人的感知聚焦于对象的结果——聚焦意味着显示

片面意义，而模糊其它意义；片面化是意义被感知

的必然环节，甚至可以说，没有片面化的意义是无

意义的。意义的片面化建构，势必导致某一部分意

义凸显而另一部分意义被遮蔽。然而令人遗憾的

是，当人们在谈论鲁迅意义时，却不自觉地将片面

解释的意义当作符号的全部意义来加以使用，进而

引发解释冲突。从这个角度来看，还原出来的众多

鲁迅像以及因此而导致的论争，是鲁迅符号化活动

的必然结果。也可以说，这是忽略鲁迅研究的符号

化视角几乎必然导致的灾难，因为这意味着忽略了

鲁迅研究中的一个最为基础和最为根本的事实——

也许我们难以接受——作为研究对象的鲁迅，早已

不再是那个留着浓黑的短髭，既留下投枪匕首般文

字，又写下“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的亲爱的鲁迅，他现在是一个充满各种阐释意义的

复杂的符号。不过，恰恰因为鲁迅的真实与深刻

（包括他去世之后的广泛传播），使得他似乎从未离

开我们。每个研究者眼里都有一个活生生、血肉之

躯的鲁迅，这使得研究者很容易就感觉到他鲜活的

存在。但无论如何，研究者们必须承认这个基础事

实：鲁迅不再是一个实体存在，而是一个特殊的符

号。这虽然看似一个常识，但意识到这一点对“还

原鲁迅”而言至关重要。

这里值得再次强调：从符号学角度来看，“鲁

迅”是一个特殊的符号。此处的“符号”，不是日

常语义层面无内容的空洞的标记，而是指符号学层

面的“符号”。

按照符号学的观点，包括人在内的所有可被感

知的、具有意义的事物都是符号，既然如此，那

么，作为思想史上的文化名人鲁迅自然也属于符

号。这实际包含两个层面的涵义：“鲁迅”作为符

号主体，他所建构的整体思想构成了一个符号实

体；同时，他又作为被人所感知的具有意义的对

象，存在于别人的解释活动中。前者表现为鲁迅对

其意义的自我塑造，这是鲁迅意义的第一层建构，

以艺术创作的方式显示出来；后者表现为解释主体

对感知对象的意义感知、理解与解释，通过文本释

义的方式呈现出来。

鲁迅符号的特殊之处在于：第一，该符号所指

示的是具有多种思想内涵的个体，而不是某个事

物。在一定时限内，他具有自我建构的主体意识，

参与符号意义生成的全过程。第二，“鲁迅”是符

号世界独一无二的“一个”。这不是说世界上只有

一个名叫“鲁迅”的人，而是说他具有独特的个

性、其他人无法取代的特殊意义：鲁迅是中国近现

代文学史和思想史上不可忽略的存在。自鲁迅进入

中国文学界以来，关于鲁迅意义的认知或解释从未

停止过，鲁迅研究在中国已然成为一门显学。第

三，“鲁迅”符号与其他文学家、思想家的不同之

处在于其思想艺术的独特性，这种独特性充分展现

于它在政治、社会、思想、艺术、历史等各个层面

的意义解释。特别是在政治意义层面，他是唯一

被政治权威视为“圣人”的现代作家，也是唯一在

阶级斗争中曾被当作“战斗武器”直接使用的思想

家。在现代思想史上，从未有过哪位文学艺术家像

鲁迅这样被赋予如此强烈的政治意义，以至于人们

对其评价往往走向两个极端。如果不是简单地将

任何好的评价视为“正解”，坏的评价视为“错解”

或“扭曲”的话，那么，截然不同的评价恰好说明

鲁迅符号的多义性。第四，鲁迅的特殊性还体现于

该符号在文本组织上的丰富与多样性。鲁迅符号的

多义性，不仅受审美主体“见仁见智”或客体的矛

盾复杂影响，还牵涉到鲁迅作品的文本组织形式、

解释与传播，视觉文本之建构与传播，不同解释者

与接收者在理解上的差异。这是由于鲁迅在中国语

境中具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关于鲁迅的文本传播形

式多种多样，并非所有人都是从鲁迅作品出发来实

现鲁迅意义的建构。有人基于文学书写的理解，有

人基于权威解释的理解，也有人基于人物传记的理

解，还有人基于影像传播中的形象感知。不同接收

主体占有的文本材料各不相同，其所接收到的信息

也各不相同，这是“鲁迅”与其它约定俗成的具象

符号的最大不同之处。

作为特殊符号，鲁迅在不同时代不同语境中被

赋予诸多不同意义，甚至在同一个时代中，人们对

其意义的阐释往往也大相径庭，特别表现在褒贬的

态度上近乎极端。作为符号的鲁迅，不是一开始就

存在着的，而是通过人的经验感知被给予意义；不

是确定不变，而是经过符号化过程而逐渐生成。鲁

迅的符号化过程，一方面遵循符号化的一般过程，

包括“发送者（意图意义）—符号信息（文本意

义）—接收者（解释意义）”⑥ 三个环节；另一方

面又具有自己独特的历史衍义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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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作为符号的鲁迅：历史衍义过程

要对鲁迅的符号化过程进行研究，首先需要对

作为符号的鲁迅进行历史分段。鲁迅符号化与中国

社会进程、思想史发展以及鲁迅学史之建构密切相

关；但同时，鲁迅意义生成又不仅限于社会或思想

史的影响，它具有自己相对独立的衍化过程。

鲁迅符号的衍义过程中实际上包含着两类主

体：作者（鲁迅）和他者（解释者）。作者通过文

学文本的方式实现身份自塑，他者通过对文学文本

的接收、理解和解释而建构意义。作者意义自塑的

时间与他者解释的时间并不完全重合，这里存在传

播滞后和意义社会化的影响。通过作者自塑生成的

意义，其过程是从鲁迅正式进入中国文坛起至其离

世；由他者解释而生成意义的过程，则是从人们开

始关注并将之作为解释对象之时起一直延续至今，

面向未来。在他者解释中，大致可以分作三种类

型：读者、学者和政治权威解释。其中，政治权威

解释是鲁迅符号衍义的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环，重

要性主要体现在其强大的传播力量：在相当长的一

段时间内，政治权威作为鲁迅意义的唯一解释者，

指引着整个中国社会对鲁迅意义的理解与接受。它

不仅影响着学界对鲁迅符号的解释，也引导着鲁迅

符号在社会群体中的传播。

根据鲁迅学史和解释主体的变化，鲁迅符号意

义之生成可分为三个阶段：

首先，身份自塑与他者解释共存阶段。自 20
世纪初鲁迅进入文坛直至 1936 年离世，在这一阶

段中，鲁迅的符号意义来自作者和他者两个层面的

解释，这两种解释相互交织，通过论争和对话的方

式展开。

“身份自塑”是鲁迅符号意义的重要组成部分。

作者通过文本组织的形式向公众展现“自我”，这

一“自我”并非作者本真，而是由作者塑造的、具

有意义的、能被感知的符号。鲁迅的身份自塑首先

最直接体现在他对笔名的选择上。按照鲁迅自己的

说法“一个作者自取的笔名，自然可以窥见他的思

想”⑦。“鲁迅”是他使用最多的一个笔名，这个笔

名对他本人而言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称谓标记，而是

被赋予了象征意义、具有意义携带功能的符号。从

符号学角度来看，作者在取用“鲁迅”二字时，已

经实现了其在话语空间内的“自我塑形”：“鲁”既

指“迟钝”，也指“周代诸侯国名”，还指作者母亲

姓氏；“迅”则指“快，急速”。鲁、迅二字结合在

一起，字面意义含有鲁钝 / 迅疾之矛盾统一。对此

许寿裳、侯外庐等均有论及。

文学创作是另一种常见且主要的自我塑形方

式，不同文体的塑形方式略有差异。鲁迅在小说和

诗歌中的自我塑形，主要是以“隐含作者”的身份

出场；杂文创作则是以非虚构的叙述者面向读者。

读者在阅读文本的过程中，所感知到的并非现实鲁

迅，而是隐含作者，即鲁迅的符号自我。例如《故

乡》中的“我”并非实指鲁迅本人，而是隐含作者

意志的显现，它包含着鲁迅本人、文本叙述者以及

读者的人物期待三层意志。既可以看到文本叙述

者内心的“悲凉”，又可以看到文本叙述之外的反

思：“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还可以看到为满足读者期待而作的插叙倒叙以及故

乡空间描绘。倘若误将隐含作者同鲁迅本人混为一

谈，则极可能导致对鲁迅——其实是鲁迅符号——

的盲目崇拜或憎恶。

较之小说诗歌，杂文取消了虚构文学中作者

之于自我的“留白”，更直观地体现出作者本人的

情绪情感以及人生态度，思想层面更为接近现实

作者。在鲁迅杂文中，他不仅作为社会批判者也

作为自我反思者存在。他说：“我的确时时解剖别

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⑧ 否

定态度自始至终贯穿于鲁迅的思考与创作，他对自

己的创作认知是：“这不过是我的生活中的一点陈

迹。……这小小的丘陇中，无非埋着曾经活过的躯

壳。”⑨ 不能简单地将此视为鲁迅的自谦，因为其

中还暗涵着鲁迅的自我反省与自我否定，以及由此

而实现的怀疑者、批判者的身份塑形。

鲁迅的符号自塑最终要通过读者感知得以定

型，不同读者对鲁迅的理解各不相同，他者解释主

要是以文本的形式存在。值得留意的是，这些遗留

下来的“文本解释”本身就暗含着“幸存者偏差”

的局限，因为那些不曾留下文本解释的阅读或者感

知，后来的读者不得而知也无从谈起。

起初人们关于鲁迅的解释，主要围绕鲁迅小说

文本的一些零星看法。到 1920 年代，随着鲁迅作

品、书评以及新闻报道愈加丰富，人们对鲁迅的评

价也更为丰富。总体来说，这一时期的评价如王

富仁所言：“最少强制性的因素，因而也反映着鲁

迅作品的不同评价方式和感受方式。”⑩ 对文学文

本的直观感受，是这一时期鲁迅符号的主要解释

方式。“新文学开拓者”“世界作家”都是基于当时

“破旧立新”的文化语境而形成的解释。

1920 年代末期，鲁迅符号开始与革命意义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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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起来。冯雪峰指出：“鲁迅做的工作是继续与封

建势力斗争……革命也必须欢迎与封建势力继续斗

争的一切友方的势力。”⑪ 任访秋称鲁迅“是‘战

士’，是要施行‘思想革命’，是‘为人生而文学’”⑫。

值得注意的是，任访秋所说的“革命”与冯雪峰的

“革命”有所不同，前者指向思想革命或革新，而

后者则主要指政治革命。鲁迅符号的“革命”意义

在思想革命向政治革命衍义的过程中逐渐生成。这

与 1920 年代晚期之后的中国社会语境变化息息相

关：“文学主潮随着整个社会的变革而变得空前的

政治化。”⑬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解释下，鲁迅一方面被

标识为“革命战士”，另一方面又被青年马克思主

义理论派解释为“小资产阶级”以及“二重反革命

的人物”（郭沫若语）⑭。直到左翼文学政治家瞿秋

白对鲁迅作出如是总结：“鲁迅从进化论进到阶级

论，从绅士阶级的逆子贰臣进到无产阶级和劳动群

众的真正的友人。”⑮ 从此，鲁迅政治性质在左翼阵

营得以统一和确立，并衍生出“无产阶级革命”的

意义。

对鲁迅符号作无产阶级革命意义的诠释，除了

受当时的马克思主义者们的政治意向支配外，还

与这一时期鲁迅杂文的身份自塑有关。从 1928 到

1930 年，作者陆续发表了《文艺与革命》《铲共大

观》《革命咖啡店》《文学的阶级性》《革命军马前

卒和落伍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等一系

列关于“革命”“阶级”的文章。虽然无法判断作

者当时的真实意图，但是这些文本创作成功地将鲁

迅推向革命英雄的位置。尽管鲁迅曾说：“我决不

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⑯ 但这并不因

此改变他离世后成为战斗英雄的命运。

其次，生命离场与神圣化构建阶段。1936 到

1970 年代末，鲁迅意义不断神圣化，后来学者们

所说的“祛魅还原”主要就是针对这一时期形成的

鲁迅神化意义而言。这一阶段的意义延续了鲁迅上

海时期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政治意义，并在毛

泽东的诠释下得到进一步强化，鲁迅政治意义的阐

释达到顶峰。民族魂、中国高尔基、中国第一等圣

人、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革命旗手等，是这

一时期鲁迅符号的主要标识。

鲁迅病逝后，覆盖于灵柩上的“民族魂”几乎

成为鲁迅意义的“盖棺定论”。而毛泽东的几次公

开讲话对鲁迅意义的解释影响最为深远，自 1937 年

陕北公学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纪念大会，到 1938 年

鲁迅艺术学院的讲话，1940 年发表《新民主主义论》，

再到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鲁迅被称为

第一等圣人、马克思主义思想家、文化革命的主将、

无产阶级的代表、文化战斗总司令、“向着敌人冲锋

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

的空前的民族英雄”⑰ 等等，直接促成鲁迅神圣化

政治意义的构建。虽然在措辞上几近登峰造极，但

这还不算极致。

鲁迅的神圣化意义在 1940 年代末以后被发挥

到了极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框架的指引

下，神圣化意义几乎成为关于鲁迅唯一的绝对的正

确的解释。“圣人鲁迅”不仅具有无产阶级革命斗

士的理论意义，还被赋予了战斗的实践意义，鲁

迅文学作品中的某些批判性言语被奉为一切斗争

的金科玉律。他不但作为无产阶级反抗敌人的“匕

首”，也成为一切政治批判、向异见者宣战的政治

“公器”，“鲁迅”因此成为名副其实的文化革命斗

士。此阶段《发扬鲁迅战斗精神，粉碎文艺界反党

集团》《学习鲁迅坚持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战斗精

神——斥周扬一伙用先验论攻击和歪曲鲁迅》类似

标题的文章不胜枚举。妥佳宁称这一时期的鲁迅是

“进化链条上的‘革命中间物’”，背后潜藏着某种

革命进化论思维，即“由于后起者更先进、革命性

更强（或者只是更激进），其对旧有者的斗争就具

有目的上的合理性，于是其残忍的斗争手段也就被

赋予了合法性。在这种激进循环的链条上，一代又

一代的人都只不过是‘中间物’”⑱。鲁迅的革命斗

士意义得到空前强化。

尽管此阶段也出现过一些不同解释，但主要解

释者为国家主流权威，鲁迅的符号意义主要体现于

政治理论意义与实践意义。这些解释对建构思想武

装意识、建立无产阶级统一战线、推动国家政治宣

传具有不可估量的作用。同时，也间接地实现了鲁

迅符号在民众中的积极、广泛传播。

最后，还原意识与意义敞开阶段。20 世纪 70
年代末 80 年代初，伴随大学机制的恢复以及学科

专业化的发展，新时期鲁迅研究开始趋于学理化专

业化。1980 年戈宝权提出建立“鲁迅学”，学理探

索随之展开。唐弢、王瑶、王士菁、孙玉石、陈鸣

树等以鲁迅文学作品为分析对象，再次重申鲁迅的

文学家意义；陈涌、林非、刘再复、汪晖等则从思

想层面剖析鲁迅，重塑思想家身份；林志浩、彭定

安、朱正、薛绥之等从生平历史角度研究鲁迅，还

原历史人物鲁迅；张梦阳、袁良骏等对鲁迅研究史

的编纂，也从不同层面对鲁迅思想艺术作出解释。

“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等意义得以重新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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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拓展。鲁迅符号开始从统一的神圣化意义重新回

到不确定的阐释中，与政治之外其它“织线”（如

文学、哲学、美学、人类学等）相交集，进而生发

出新的意义。

钱理群指出：“每个研究者，总是根据自己时

代及个人的文化积累（文化背景）、思想观念、人

生经验、审美趣味、个性特点……对鲁迅的某一层

面产生共鸣，然后对这一部分加以强化与发展，从

而创造出某一时代、某一个人的‘鲁迅’来。”⑲

王得后认为鲁迅是“一位致力于改造中国人及其

社会的伟大思想家”⑳，赋予鲁迅以“改造中国人”

即“立人”的意义。王富仁针对政治神化鲁迅提

出“回到鲁迅”，他在《中国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一

面镜子——〈呐喊〉〈彷徨〉综论》中总结了鲁迅

反封建思想革命的价值，赋予其启蒙意义。林非则

将鲁迅纳入中国近代思想史中考量，指出鲁迅在中

国近代思想史上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这与王士菁

的判断相似：“鲁迅以他的杰出的文学作品表明他

是我国优秀的古典文学的富有创造和革新意义的继

承者，同时，他又是我国现代的中国革命文学的奠

基人。”㉑ 这种历史视角在汪晖“历史中间物”那

里也多有体现。“中间物”不仅是一个历史承前启

后的话题，它还牵涉到鲁迅的全部人生哲学。王乾

坤的《鲁迅的生命哲学》一书即以“中间物”为支

点，彰示鲁迅生命哲学意义，他认为：“‘中间物’

构成了鲁迅全部思想的一个轴心概念……‘中间

物’意识成了他堪称思想家的根本识别。”㉒

80 年代以后的鲁迅研究呈现出多元化多视角趋

势，这与同时期大量的西方理论译介不无关联，突

出地体现在对鲁迅作品的形式研究和对鲁迅思想的

哲学分析上。例如，王富仁的《〈狂人日记〉细读》

借用英美新批评、文化学、历史学等多重视角解读

鲁迅作品；陈方竞的《鲁迅与浙东文化》则从文化

地理学角度重释鲁迅。除了西方思想理论的影响之

外，海外的鲁迅研究者诸如竹内好、伊藤虎丸、丸

尾常喜等，也促进了中国鲁迅研究的反思。关于鲁

迅的符号解释也因此呈现出丰富而多样的发展态势。

值得注意的是，符号意义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

程，一方面意义随着时间语境流变而变化，另一方

面已经完成的意义活动又会累积成相对固定的“文

化”，即过去的意义并不消失，而是隐身于文化熔炉

中沉积下来。虽然学理探究从一定程度上突破了绝

对神圣的鲁迅意义，但鲁迅的政治意义并没有因此

完全消失。相反，在教科书和影视剧等传播领域中，

鲁迅符号的政治意义仍然持续存在。从 50 年代纪

录片《鲁迅生平》、70 年代《鲁迅战斗的一生》、80
年代《鲁迅传》、90 年代《风雨故园》，一直到 2005
年《鲁迅》，鲁迅均以伟大政治革命家的形象存在于

大众视野中。为了凸显鲁迅无产阶级战士的伟大形

象，21 世纪电影《鲁迅》还特地安排了鲁迅营救丁

玲、潘梓年、瞿秋白等情节。其政治意义不仅渗透

于传记影视作品中，还表现在对他的小说改编中。

如夏衍对电影《祝福》的改编，几乎彻底地转换了鲁

迅小说的思想重心，进而间接地推动了“鲁迅”符号

的政治塑形。从意义建构的角度来看，不论是纪录

片刻画出的鲁迅形象，还是影视改编所展现的鲁迅

作品，抑或是当代中小学教科书的导读，都透露着

相似的解释倾向：对神圣化政治鲁迅意义的承续。

因此，1980 年代以后，鲁迅研究界逐渐开放

的意义阐释与大众视野中的神化鲁迅并行不悖。那

么，回到最初“还原鲁迅”的问题上来，对鲁迅研

究界而言，以消解神化鲁迅为目的的“还原鲁迅”

或许已不是问题，因为自 80 年代以来，以趋近的

方式“还原鲁迅”几乎已经成为学界共识，由此促

生的多维度诠释不胜枚举，鲁迅的符号意义充分敞

开；但若从大众语境来看，还原鲁迅却并非过时的

话题：因为在大众语境下，鲁迅仍然是神圣化时期

的民族斗士和无产阶级英雄。

三、鲁迅符号的三重意义与两个问题

符号传播的一般过程分为三个环节：发送者、

符号信息和接收者，表现为三重意义：意图意义、

文本意义和解释意义。在鲁迅符号活动过程中，较

为复杂的是，不仅符号各环节的意义不同，而且符

号发送者及其文本组织（符号信息的呈现）也不相

同，接收者所感知的对象也因此各不相同。虽然都

在谈论“鲁迅”，但是教科书及影视剧中所显示的

鲁迅符号与鲁迅文本作品或历史材料中的鲁迅符号

并不一致。所以，读者所面临的不仅仅是一座具象

化的“横看成岭侧成峰”的“山”，而且是一个多

重文本符号相互交织下的抽象的“人”。那么，对

该符号的认知就不仅是“远近高低”的角度问题，

它还关涉到接收者对该符号不同文本组织材料的辨

析和理解。

就发送者来看，鲁迅符号的发送者不止于作者，

它还包括同时代的记者、评论者，后来的政治权威、

撰写生平的亲朋以及鲁迅研究者等。不同发送者所

要传达的意图意义各不相同。比如，同时代记者在

采访鲁迅时有可能为了传达真相，有可能为了引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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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效应，增加报刊销量；同时代评论者中有的出

于友情目的，有的出于政治目的，也有人仅为了表达

审美判断；就鲁迅自身而言，其意图意义也并非单

一，或是撄人心，或是求生存，或是回击。在有的

文本组织中，发送者不是单一的主体，例如，教科

书上的鲁迅符号，它不是单纯的文学文本，还包括

配图、导论、提问及正确解释，它的发出者既来自

作者鲁迅（体现在具体作品中），也来自鲁迅研究专

家以及政府权威的教育审查机构，它既暗含着作者

意图，也暗含着文本编选者诠释者的意图，还暗含

着政治权威的意图。发出者的意图决定了符号文本

的组织方式，而文本组织的方式则直接影响了接收

者对意义的理解与接受。

就符号信息（文本意义）而言，鲁迅符号的文

本组织形式多种多样。按照文本符号的传播类别大

体可分为两类：文字形式和图像形式。文字形式包

括鲁迅文学作品，关于鲁迅的传记、批评、研究、

宣传等；图像形式包括鲁迅的照片、雕像、绘画、

影视等视觉文本符号。就视觉思维而言，图像形式

的文本组织方式不是单一存在的，如鲁迅文学文本

中可能会配有鲁迅照片或绘画，鲁迅肖像的附近可

能会摘录些许鲁迅作品中的文字符号。文本意义是

对意图意义的具体化，它始终贯穿着发送者的意图

意义。在现实社会中，这些关于鲁迅符号的文本组

织形式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相互交织在一起，构

成一张巨大的符号织网。所有关于鲁迅的理解都离

不开这张巨大的织网，同时，所有的理解都有可能

以重新解释的方式继续编织新的文本。

从接收者来看，其解释意义不确定而充满变

化。这主要受接收者的思维方式、知识结构及其所

在语境的影响；即便同一位接收者，在不同生命阶

段对鲁迅的理解也会有所变化。理解差异与感知片

面性有关。“意识选择事物的某一部分，让这部分

被意识投射的意向性激活，让它们给予意识以意

义。”意识之意向性有两个特点：“方向性”和“有

关性”㉓。所以，接收者在理解意义时常常按照自

己的思维方式及价值取向选定与之相关的文本意义

赋予事物以解释。主体的意向性必然造成感知及感

知对象的片面性，主体所感知到的仅是与主体意向

相关的片面化集合。换言之，所有关于鲁迅符号的

解释，都是带有主体意向性的、片面性的解释。这

些看似主观的意识背后，却存在着坚实的客观基

础：语言、思维、文化语境、常识经验、艺术想象

等。因此，在流变不居的意义解释过程中，仍会产

生一些相似的、为人们所共识的意义。这部分为人

们所共识的鲁迅意义，比如鲁迅的批判性精神、立

人思想等，将作为一种约定俗成的解释，融入社会

文化，转化为群体共有的认知经验。

发送者、符号信息和接收者三个环节始终伴随

着整个鲁迅意义的生成过程，文本意义是意图意义

的具体化，解释意义是文本意义的具体化。鲁迅本

人意图通过文学作品得以显现，鲁迅文学文本的意

义通过读者（解释者）感知而生成。这里始终存在

两个主体：发送主体和解释主体。其中，发送主体

既包括鲁迅本人，也包括部分的解释者——以文本

（广义的）形式固定其解释意义；解释主体既包括

个别读者、研究者，也包括政治权威。

当解释意义以文本形式呈现出来时，接收者重

新转化为意义的发送者，生成新的文本意义。这就

形成了解释循环：既有解释文本始终以前解释文本

为前提，同时，又作为后解释文本提供解释经验。

百年鲁迅衍义史，可视为后解释与前解释之间的互

文运动，前解释在后解释中实现意义在场（以重复

的方式），后解释则是对前解释意义的延伸（以否

定的方式）。鲁迅意义在理解与解释的流动过程中

得以建构；各种解释源源不断地汇入鲁迅符号中，

逐年累积，形成一个巨大的敞开的鲁迅意义织网。

由于符号意义本身的流动性以及意义面向未来的开

放性，我们很难达成某种绝对确定的鲁迅意义。从

符号学层面而言，绝对真实的鲁迅意义并不存在。

鲁迅符号通过解释者的感知和理解而被赋予意

义，不同解释者或同一解释者于不同语境下都可能

对鲁迅符号作出不同的解释。多义，是鲁迅符号的

一个主要特征，这就构成了符号学视角下的所谓

“解释漩涡”㉔。作为符号的鲁迅，在这一点上表现

得特别明显。

鲁迅因其作品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激烈批判

而被解释为“反传统”，鲁迅对墨家、法家思想的肯

定态度又展现出对传统的继承，反传统与继承传统

这两层相悖的解释意义同时落在鲁迅符号上；鲁迅

的小说创作历来颇受嘉评，作者被称为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但因其杂文风格犀利

尖锐又被解释成“绍兴师爷”“刀笔吏”，富有同情

心的理想文学家与锋利凶狠的“刀笔吏”，两种截然

不同的解释也同时被安放在鲁迅符号上；对鲁迅“无

产阶级革命家”的政治封号与鲁迅文学文本对“革

命”的批判态度，令无产阶级革命家与革命批判者

两种解释同构于鲁迅符号里。

在这些解释中，既不能否定鲁迅的反传统，也

不能否定继承传统；既不能否定他的深刻伟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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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能否定他的行文毒辣；既不能否定他与政治革命

的历史关联，也不能否定其文学思想对激进革命的

批判。这些相互冲突而又无法否定的解释，构成关

于鲁迅的解释漩涡。解释漩涡的动力主要来自于认

知差，而认知差的根本原因则在于主体各个层面的

差异，特别是关于解释对象的参照系差异。如果从

符号意义本身的片面化角度来看，任何一种理解都

是理解，存在于鲁迅解释漩涡中的所有意义都有其

存在的合理性。但同时，根植于人性中的求真意识

令人们并不满足于“智者见智”的评价方式，要求对

不同解释进行真伪判断：哪一个才是正确的鲁迅解

释？或哪一个才是真实的鲁迅意义？这就涉及到正确

解释的标准或意义真实的标准问题。

迄今为止，解释标准仍然较为混乱，难于统

一。大致分为三种立场：立足于意图意义，立足于

文本意义，以及立足于读者意义。除此之外，也有

学者如伽达默尔提出解释者与作者的视界融合而达

成有效意义。

从鲁迅意义的整个生成过程来看，除了特殊时

期特殊语境外，鲁迅意义并无某种完全统一的解

释，只有不断生成的意义过程，其中的每一种解释

都是鲁迅意义织网的一部分；不过，鲁迅符号也没

有因此而滑向无止尽的阐释，在关于鲁迅的众多解

释中，某些意义反复被提起，某些意义则随着时间

而逐渐消逝。被反复提起的鲁迅意义，逐渐转化为

相对固定的文化认知经验。可以说，意义并没有严

格的正确标准，而是主体在尝试性解释的过程中，

实现了对不合理意义的证伪，保留了其中的片面真

知。与其说人们以某种“正确标准”为依据来解释

鲁迅，不如说是将不合理解释作为批判对象，从而

实现意义的更新。所谓“新的意义”，其实质是：

以既有鲁迅意义织网为认知前提，对其进行反思、

批判与纠正。因此，新意义中始终包含着对部分旧

意义的重复和对部分旧意义的替代。

尽管任何解释都是解释，但并非所有解释都是

有效解释。有效解释不可脱离两个限度：以求真为

目的和面向公众的对话。以求真为目的，要求解释

者尽可能避免情绪情感上的好恶，避免抒情泄愤、

强制宣传及过度阐释；面向公众的对话，要求解释

者在人所共识的逻辑范围内进行解释，从而实现公

开的、平等的、互动的思想对话。从这个意义上来

说，由“还原鲁迅”所引发的意义敞开，恰好为解

释者的公开对话提供了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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